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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加班常态化趋势下，灵活的创业活动能否帮助个体摆脱时间压力？文章采用中国时

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探究了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方式、时间

贫困的存在性、缓解机制及其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者的时间配置呈现“一长

三短”特征，与普通就业者相比，创业者的日均总劳动时间要多 48 分钟，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后，其

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要高 5.3%。因此，创业者存在时间贫困问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良好的营商环

境、社会网络和专有人力资本能够有效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问题。进一步检验发现，时间贫困会

对创业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给创业者福祉带来“隐性风险”。文章的研究为提高创

业群体的福利保障提供了新视角，为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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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各行业竞争激烈，内卷式加班盛行，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为

避免加班常态化而选择创业，但创业者能否摆脱长时间的工作目前尚无定论。党的二十大报告

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单列成章，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到突出位置。近年

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逐渐显现，但创业风险与压力也随之增加。有研究表明，创业虽然

可以提高收入并满足个人成就与自我实现需要，但物质富裕并没有转化为时间富裕，反而会加

剧创业者的时间压力（De Maya Matallana等，2022），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诱发认知偏差，并减

弱创业意愿，减少创业努力（田莉和张玉利，2018）。因此，从时间维度研究创业者特征对于提高

创业质量、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忽略了时间对于创业者的重要性。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会依据感知压力强度

对资源进行跨领域转移，倾向于将时间精力等资源分配给压力较大的领域，从而引发时间冲突

（廖化化等，2022）。具体而言，创业者分配时间从事创业活动以获得货币收入，从事家庭生产活

动以承担家庭责任，从事休闲活动以满足精神需求，不同角色对个人时间与精力的需求存在一

致性。虽然创业者的时间安排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是任务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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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活动时间形成挤占。此外，时间的投入回报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工作时间投入过多会引发

多种负面影响（Ganster等，2018）。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发布的工作时间对

生命健康影响的报告中指出，2016年周工作时间超过 55个小时导致 74.5万人死于中风和缺血

性心脏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时间投入过度不仅会产生工作与家庭冲突等负面影响，还会

提高心理脱离难度，降低角色绩效（Balducci等，2021）。
“时间不够用”似乎成了集体病，大量学者开展了关于时间贫困的研究，研究对象从发达国

家延伸至发展中国家，研究群体由家庭延伸至社会。针对美国、英国和几内亚等国家人群的时

间配置研究表明，时间贫困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且存在地区、职业、性别、年龄和受教育

程度等方面的群体性差异（Wodon和 Bardasi，2006；McGinnity和 Russell，2007）。仅有个别研究

提到创业者是时间贫困最为严重的群体（Gershuny，2005；Merz和 Rathjen，2014）。在中国社会普

遍存在时间压力的新困境下，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

本文采用 2017 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研

究了创业者的时间配置问题，探讨了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存在性、缓解机制及其对个人身心健康

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首次验证了中国创业者存在时间贫困问题，总结出

创业者的时间配置遵循“一长三短”特征，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模式存在性别、年龄、

学历和收入异质性。本文从时间配置角度拓展了创业者福祉研究的边界，是对创业理论的有益

补充。第二，本文运用期望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形成机制，并从改善

营商环境、丰富社会网络以及增加专有人力资本等方面，提出了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的思路。

第三，本文检验了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实际影响，发现时间贫困是影响个人身心健康的潜在风险

源，陷入时间贫困会对创业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优化“双创”

政策、消除“隐形贫困”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时间贫困界定

Vickery（1977）最早将时间纳入收入贫困

的分析框架中，认为时间是个人摆脱贫困和

创造福祉的基本资源，并使用“时间贫困”来

识别时间紧迫不足以满足人们必要活动的情

形。至今学界尚未对时间贫困的概念进行正

式界定，仅在传统上将完成日常不可避免的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个人护理活动后，没有足够

时间进行休闲活动的情况作为界定标准（Goodin等，2005）。时间贫困被定义为劳动时间超过一

定限度，或者休闲时间少于一定限度（Wodon和 Bardasi，2006）。如图 1所示，根据时间配置的用

途，个人时间可以分为承诺时间与非承诺时间两大类，其中承诺时间包括关系劳动者经济利益

的有酬劳动时间与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无酬劳动时间，非承诺时间包括休闲、饮食和睡眠等

活动时间（McGinnity 和 Russell，2007）。若承诺时间分配过多，则非承诺时间被挤占，从而造成

时间贫困。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比例法和位置法对最低必要时间进行测算。其中，比例法依据时间中位

数或平均值的一定比例来划定时间贫困线，通常选用 40%、50% 或 60% 作为阈值（樊增增和邹

薇，2021；单德朋和王英，2022）。位置法则是将时间排序，以特定位置个体的总劳动时间作为阈

值来划定相对贫困线。上述测算方法仅从实际时间投入这个单一维度来界定时间贫困，而忽略

 

时间

非承诺时间承诺时间

有酬劳动时间 无酬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生理必须时间

图 1    个人时间的主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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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收入因素①的影响。家庭生产理论指出，时间约束会限制有酬劳动收入，而收入会影响家庭的

购买力、生活质量以及家庭成员对时间资源的配置模式（Becker，1965）。收入增加不仅会增强个

人对休闲、健康和生活的消费倾向，还有助于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缓解家庭矛盾（刘婷婷和宋

冰洁，2020）。当收入允许家庭将清洁、保育、看护等无报酬家务活动外包给有报酬市场部门时，

承诺与非承诺活动的时间冲突将得到有效缓解（符国群等，2020）。而当收入无法满足家庭生活

的最低必要需求时，收入贫困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会使个人将时间资源更多地配置于有酬劳动，

从而对时间贫困产生影响。

本文将必要总劳动时间超过某一特定标准，导致个人无法权衡时间以满足必要护理与休闲

的状况定义为时间贫困，特定标准使用时间贫困线。借鉴 Vickery（1977）以及 Qi和 Dong（2018）

的研究思路，本文将维持家庭最低必要生活条件的收入因素考虑在内，基于个人必要总劳动时

间来测算时间贫困。

NT = NPT +AUP （1）

NPT =max {IPL×Size−HNUI, 0}×Share/W +CT （2）

NT NPT AUP

NPT

S ize IPL

HNUI Share

W CT

其中， 表示必要总劳动时间，等于必要有酬劳动时间（ ）与实际无酬劳动时间（ ）的

总和。 表示个人为摆脱家庭陷入收入贫困而需要投入的最低必要有酬劳动时间，使用式

（2）进行测算。 表示家庭总人数， 表示收入的相对贫困线，使用样本中同等规模家庭的

收入中位数的 60%来表示， 表示家庭的非劳动收入， 表示个人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

占比， 表示个人的小时工资率， 表示通勤时间。

ω = T − p50(LT +HT )×60% （3）

Timepoverty =

 1 NT ⩾ ω

0 NT < ω
（4）

ω T LT HT

p50(LT +HT )×60 Timepoverty

NT

其中， 表示时间贫困阈值， 、 和 分别表示一天的总时间（24 小时）、个人的休闲时间和

生理必须时间。参考单德朋和王英（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样本非承诺时间中位数的 60%来衡

量相对贫困，表示为 %。 表示基于必要总劳动的时间贫困，根据式

（4），若必要总劳动时间（ ）大于个人满足最低非承诺活动需要后剩余的时间，则被定义为时

间贫困，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二）创业者的时间配置

创业者的个人特征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对创业者的时间配置特征进行讨论。

有研究指出，普通人的时间压力主要源于角色与任务的多重性（Gershuny，2005），而创业者比普

通人有更多的角色和任务。第一，激励个人创业的因素主要有独立性、成就感与自我实现需要

（Cromie，1987）。独立性使创业者必须积极应对风险，成就感指引创业者不断提升自己，自我实

现要求创业者必须为事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多重职业特性和任务会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时间压

力。第二，外部环境也会对创业者的时间配置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但知识产

权保护较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给创业者预测环境变化并整合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买忆媛等，

2015）。第三，创业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平衡工作和生活责任的职业选择（Mannheim和 Schiffrin，

1984）。个人通过创业可以获得更加自主灵活的时间安排，以及更高的收入、幸福感和工作满意

度（Parasuraman和 Simmers，2001）。而在高风险、高负荷与资源约束的创业情境下，创业者需要

  2023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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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响应环境变化以维持企业生存，碎片化、多样性与随时性的工作安排不仅会挤占创业者的

必要休闲时间，创业的工作灵活性优势也会被较长的工作时间所弱化。多重任务的挤压和多变

的外部环境使创业者常常承受比非创业者更多的时间压力。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存在特征差异，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程度高于非创业者。

（三）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缓解机制

创业不仅是企业家精神的外部表现，也是创业者在特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作为创业的主

要特征，创新与不确定性对创业者的时间、知识与资源投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为了有效缓解

创业者的时间贫困，明确导致其成为时间穷人的因素尤为重要。

1.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创业者必须面对的外部因素与条件的总和，对企业开办、经营与

退出至关重要。创业政策与环境是创业活动的基础保障，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增加创业者的

外部融资难度、交易成本与决策失误风险（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根据期望理论，不同营商环

境下创业者不同的自我认知将产生期望差异，从而对个人资源分配产生影响（Vroom，1964）。即

创业者会根据外部环境对时间配置进行适应性调整，最终体现在创业者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活

动的时间分配上。为了提高企业预期收益，创业者势必会增加资源获取、税收减免和产权保护

方面的公关与招待等非生产性时间投入（Dong等，2016），多样化的非生产性活动不仅会分散创

业者的注意力，还会挤占必要的生产性活动。而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降低

创业门槛的同时，还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与发展渠道。因此，营商环境改善在减少创

业阻碍的同时，还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资源与时间约束。而也有学者指出，营商环境改善会提

高企业的发展预期，由此带来的挑战性压力会成为创业者投入的内在推动力（李纪珍和李论，

2018），这将激励创业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而造成时间贫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

竞争性假设：

假设 2a：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假设 2b：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发生率。

2. 社会网络。中国属于传统的关系型社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与正式制度形

成有效互补（郭云南和王春飞，2020）。创业者的融资与运营活动无法摆脱社会网络的影响，尤

其是在转轨时期，社会网络对于创业者的资金获取至关重要（刘琳和赵建梅，2020）。不仅如此，

社会网络还能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窘境，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

有助于企业捕捉商机，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优势，减轻创业者的个人负担，从而降低时间贫

困的发生率。第二，创业过程也是创业者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会通过社会

网络建设来丰富创业知识，优化资源结构，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规避风险、摆脱创业困境。创

业者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越高，核心资源获取与信息传递的质量就越高，工作效率也就越高。

除了物质支持外，关系网络也是创业者情感支撑的重要来源，与创业者身份的形成与转变直接

相关，有利于增强创业积极性，提高创业成功率（Welsh和 Kaciak，2019）。因此，社会网络会通过

影响创业过程的难易程度与企业的发展前景，间接影响创业者个人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从而对

时间贫困产生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社会网络能够影响创业者的时间配置，良好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

贫困。

3. 人力资本。作为个人知识与技能的反映，人力资本是预测和解释创业者投入与绩效的核

心资源（Dimov，2017）。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创业者的增长

期望和创业成功率（Capelleras等，2019），从而对其工作时间投入产生影响。人力资本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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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人力资本与专用人力资本两种类型（Cooper等，1994），通用人力资本与工作内容没有直接

联系，是在各种情况下都等同有效的知识与技能的集合。通用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长期性，需要

个人投入大量的财力与精力，相应的知识与经验积累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前景，但也增

加了创业的机会成本。因此，通用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与创业预期，自我效

能越高意味着创业者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与认可程度越高，将对企业抱有更高的增长期望，增加

工作时间投入以获得相应投资补偿的动机更强（Capelleras等，2019），而这会增加陷入时间贫困

的可能性。

专用人力资本与特定的工作内容相关，适用范围窄且可转让性低。专业化的创业培训不仅

提高了创业者对市场技术与增长机会的洞察力，还增强了其对网络构建与资源整合的协调能力

（Capelleras等，2010）。高度匹配的经验积累为创业者设定恰当的创业预期奠定了基础，减少了

盲目试错的成本，在提高创业产出的同时也减少了创业者适应行业运行规则所付出的时间，从

而减少了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可能性。因此，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高创业者的综合能力与机

会成本，改变创业增长预期，从主观上影响创业者的时间投入，从而对时间贫困产生影响。由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人力资本能够影响创业者的时间配置，通用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加创业者陷入时间

贫困的概率，而专有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 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来研

究创业者的时间贫困问题。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范围覆盖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全国 29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入户访谈填写时间日志的方法，以 10分钟为间隔，记录了受访者从受

访前日凌晨 4时至当日凌晨 4时的活动信息，具体包括活动的时间、内容、地点以及相关人员等

基本要素。在研究时间配置问题上，这一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强且覆盖内容全面，因此本文选用

此数据进行研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保留劳动人员样本，①剔除在校学生、时间配置数据及相

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 7 545个，其中包含 1 389个创业者，6 156个非创业者。本文对

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1%的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时间贫困。时间贫困为 0—1 变量，若必要总劳动时间大于个人满足最低非

承诺活动需要后剩余的时间，则被定义为时间贫困，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其中最低非承

诺活动需要以非承诺时间中位数的 60%为划分标准。

2. 解释变量：创业者身份。创业者身份为 0—1变量，本文借鉴 Hagqvist等（2015）以及吴晓瑜

等（2014）的研究，根据工作性质来识别创业者，将工作性质为雇主的就业者定义为创业者，其中

包含雇主、创业者、经营个体工商户者等需要自负盈亏的就业者，不包含农业生产者。若符合上

述定义，则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时间配置与相对贫困的个体、家庭、工作

和区域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个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

负债、未成年抚育状况、父母年龄、父母教育程度、工作动机、工作行业、生活区域以及地区发

  2023 年第 10 期

 ① 为了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留 16—60岁男性、16—55岁女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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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其中，个人性别为 0—1变量，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健康状况采用受访者自评的

健康水平，1—5 分别表示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教育程度根据受访者获

得的最高学历来定义，0—5分别表示无学历、小学、初中、高中及其同等、大学及其同等、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婚姻状况为 0—1 变量，受访者在受访时为已婚状态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工

作动机是激发个人工作投入的重要因素，根据受访者对有报酬工作的态度进行划分，①若工作出

于内部动机则赋值为 1，出于外部动机则赋值为 0。工作行业根据 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标准中的 20 个门类进行划分。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成员人数来度量。家庭负债采用家庭负债总

额的自然对数来度量。未成年抚育状况为 0—1 变量，若家庭成员中有年龄未满 18 周岁的孩子，

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父母年龄为分类变量，使用受访者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均值来定义，②

0—3分别表示无父母、父母年龄均值≤40岁、40岁<父母年龄均值≤60岁、父母年龄均值>60岁。
父母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使用受访者父亲和母亲获得的最高学历来定义，0—6 分别表示无父

母、父母无学历、父母最高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及其同等、大学及其同等、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③生活区域根据城乡属性进行划分，所属区域为农村地区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经济发

展水平采用受访者所在地区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来度量。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可以看到，样本总体的创业比例为 18.4%。在个人

特征上，创业者男性居多，年龄均值约为 42岁，学历整体偏低，基本处于初中至高中水平，显著

低于非创业者，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在家庭特征上，与非创业者相比，创业者的结婚率、家庭

负债、家庭规模和未成年抚育数量均显著较高。在生活区域上，创业者大多居住在城市，表明城

市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人才优势对创业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创业者工作的内部动机相

对较强，与普通就业者不同，创业者的时间分配呈现“一长三短”特征，即有酬劳动时间长，无酬

劳动时间、生理必须时间和休闲时间短。就业者总体的时间贫困发生率为 9.9%，而创业者的时

间贫困发生率高达 16.8%，比非创业者高出近 8.5个百分点。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总体 创业者 非创业者

时间贫困 7 545 0.099 0.168*** 0.083 0.298 1 0

创业者身份 7 545 0.184 1 0 0.388 1 0

性别 7 545 0.561 0.575 0.557 0.496 1 0

年龄（岁） 7 545 42.397 42.034 42.479* 10.02 60 16

健康状况 7 545 3.658 3.808*** 3.623 0.929 5 1

婚姻状况 7 545 0.882 0.931*** 0.871 0.323 1 0

教育程度 7 545 2.437 2.342 2.458*** 1.162 5 0

工作动机 7 545 0.101 0.146*** 0.091 0.301 1 0

工作行业 7 545 7.735 8.596 7.540 5.839 20 1

家庭规模 7 545 3.117 3.217*** 3.094 1.321 11 1

家庭负债 7 545 4.516 5.284*** 4.343 5.501 15.425 0

李琳娜、王    宇：创业者时间贫困研究

 ① 本文使用问题“在您昨天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中，有哪项是您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活动？”和“在您昨天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中，您最喜欢

的是哪项活动？”来衡量工作动机。若有酬劳动是受访者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活动，则工作动机来自外部，赋值为 0；若有酬劳动是受访者喜

欢做的活动，则工作动机来自内部，赋值为 1。

 ② 若受访者所属家庭为双亲家庭，则父母年龄采用两者均值；若受访者所属家庭为单亲家庭，则父母年龄采用家庭中父亲或母亲的年龄。

 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控制代际影响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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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差异

表 2区分个人特征对比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时间配置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即使个人特

征相同，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率也高于非创业者。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率偏高主要是有酬劳动时间

过长所引起的。无论男性创业者还是女性创业者，都呈现“一长三短”的时间配置特征。女性创

业者的有酬劳动时间少于男性创业者，而无酬劳动时间是男性创业者的 2.5—3.2倍，休闲时间也

少于男性创业者。女性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率为 19.5%，是女性非创业者的 2.2倍、男性创业者的

1.3倍。虽然创业者的时间配置灵活性较高，但是这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

性在满足职业要求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家庭的时间投入。这更容易引发工作与家庭冲突，最终导

致女性的时间贫困程度偏高（穆滢潭，2020）。

无论创业者还是非创业者，31—45岁都是时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阶段；但在各年龄段，创业

者比非创业者在总劳动时间和有酬劳动时间上都投入更多。在 16—30岁年龄段，创业者的有酬

劳动对休闲时间的挤占作用更强。在 46—60 岁年龄段，创业者的无酬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增

加，总劳动时间和有酬劳动时间减少，这体现了创业者在中年以后从容淡定的状态。

创业者结婚前后的有酬劳动时间基本持平，婚姻会使创业者减少休闲时间，同时增加无酬

劳动时间，非创业者类似但无酬劳动时间投入更多。此外，高学历是时间贫困的缓冲剂，随着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时间贫困发生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受教育水平高的创业者会减少有酬劳动

时间，增加对个人和家庭的时间投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创业者会减少有酬劳动时间，增加

个人闲暇时间；而非创业者恰好相反，他们会主动牺牲个人生理必须时间，增加有酬劳动时间投

入以维持收入水平。

（四） 模型设定

为了深入分析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状况，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Probit(Timepoverty) = β1+β2Entrepreneur+β3X+ε （5）

其中，被解释变量 Timepoverty 为时间贫困，核心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 为创业者身份，控制变量

X 包含个体、家庭、行业和区域等特征，ε 为随机误差项。由于被解释变量为 0—1变量，采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能会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

 

续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总体 创业者 非创业者

未成年抚育状况 7 545 0.413 0.463*** 0.402 0.492 1 0

父母年龄 7 545 1.934 1.960 1.928 1.105 3 0

父母教育程度 7 545 2.158 2.147 2.160 1.626 6 0

生活区域 7 545 0.322 0.206 0.348*** 0.467 1 0

经济发展水平 7 545 10.923 10.922 10.923 0.395 11.68 10.227

总劳动时间 7 545 564.172 603.089*** 555.392 216.918 1 420 0

有酬劳动时间 7 545 484.376 532.916*** 473.424 240.948 1 420 0

无酬劳动时间 7 545 79.796 70.173 81.967*** 128.126 960 0

生理必须时间 7 545 669.014 654.370 672.318*** 135.905 1 440 0

休闲时间 7 545 206.814 182.541 212.290*** 179.733 1 440 0
　　注：表中检验了相应变量在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其中工作

行业变量的t检验结果缺乏现实含义，所以未做检验与标注。总劳动时间、有酬劳动时间、无酬劳动时间、生理必须时间和休闲时间

的单位为分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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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中列（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创业者身份变量的边际效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创业者。列（2）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创业者的时间贫

困发生率比非创业者高 5.3%，假设 1 得到验证。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受工作与家庭多重

负担的影响，女性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比男性高 9.5%，已婚、育有未成年孩子、负债压力大也会

增加时间贫困的发生率，而教育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就业者的时间压力。从代际

角度看，父母特征也会对就业者的时间贫困产生影响，与无父母的就业者相比，随着父母年龄的

增长，就业者的时间压力增大。高学历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就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

率，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父辈通过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升子女的教育水平、认知和社会技

能等，可以减轻子女的收入压力，从而缓解其时间压力。此外，内部工作动机会增强就业者的主

观努力意愿，具有内部动机的就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比具有外部动机的就业者高 5%左右。

（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相对贫困标准。考虑到时间贫困线的界定可能存在随机性，本文提高相对贫困的界

定标准，以非承诺时间中位数的 50%和 40%重新进行定义。表 3中列（3）和列（4）结果显示，在

新的时间贫困标准下，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差距缩小，但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仍

显著高于非创业者，上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2    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差异

时间贫困发生率 总劳动时间 有酬劳动时间 无酬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生理必须时间

总体 创业者 非创业者 创业者 非创业者 创业者 非创业者 创业者 非创业者 创业者 非创业者 创业者 非创业者

总体 9.9% 16.8% 8.3% 603 555 533 473 70 82 183 212 654 672

性别

男 9.3% 14.9% 8.0% 799 543 545 498 40 45 200 228 655 669

女 10.7% 19.5% 8.7% 590 571 517 442 111 128 158 192 654 677

年龄

16—30岁 8.4% 11.6% 7.8% 592 553 522 486 69 67 174 209 674 678

31—45岁 11.0% 18.4% 8.9% 612 569 549 479 63 89 176 194 652 677

46—60岁 9.9% 18.0% 8.1% 601 546 522 461 79 85 195 229 644 665

婚姻状况

已婚 10.4% 17.3% 8.7% 605 560 533 471 72 90 181 209 654 671

未婚 5.9% 10.4% 5.4% 581 522 530 492 51 31 203 237 656 680

教育水平

初等教育 11.9% 18.4% 10.3% 612 568 542 478 70 91 203 206 650 666

中等教育 8.0% 15.8% 5.9% 597 541 531 469 66 72 187 228 655 671

高等教育 6.5% 12.1% 5.8% 574 538 497 468 77 71 196 214 670 687

收入水平

<p25 10.7% 22.7% 8.1% 638 546 568 450 69 96 158 214 645 680

（p25，p50） 10.7% 18.0% 9.3% 613 567 542 485 71 82 180 203 647 669

（p50，p75） 9.9% 16.2% 8.7% 591 556 514 482 77 74 198 219 651 666

>p75 8.2% 12.0% 7.1% 578 552 512 477 66 75 193 214 670 675

　　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教育年限分别为不超过9年、9—15年、不少于15年，时间贫困发生率=特定群体中的时间贫困人

数/特定群体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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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除收入因素。本文将维持家庭生活水平的收入因素考虑在内，测算了基于必要劳动的

时间贫困。然而，这种测算方式可能忽略了那些并不面临收入压力但仍面临时间压力的就业人

群，从而低估就业者实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因此，本文重新测算了基于实际劳动的时间贫困，

若实际总劳动时间①大于个人满足最低非承诺活动需要后剩余的时间，则被定义为时间贫困，变

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表 3 中列（5）结果显示，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比非创业者高

7.1%，上文结论依然稳健。

3. 考虑地区异质性。在国家层面统一划定相对贫困标准对于政策调整和贫困帮扶具有指

导意义，但这可能忽略地区生活习俗和商业氛围差异对个人时间配置观念的固有影响。因此，

本文在控制地区人均 GDP 和城乡生活区域的基础上，对各个省份的就业人群重新划定时间贫

困线。②根据表 3中列（6）结果，在考虑区域差异后，上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 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时间贫困 时间贫困 50%贫困标准 40%贫困标准 排除收入因素 考虑地区差异

创业者身份 0.073***（9.19） 0.053***（6.95） 0.027***（5.42） 0.019***（4.43） 0.071***（6.20） 0.055***（7.09）

性别 −0.095*（−1.87） −0.011*（−1.76） −0.008**（−1.98） −0.023***（−3.07） −0.017**（−2.04）

年龄 0.001**（2.40） 0.001**（2.02） 0.001**（2.41） 0.001*（1.93） 0.001**（2.22）

健康状况 −0.010（−0.99） −0.006（−0.82） −0.008（−1.50） −0.017（−1.34） −0.013（−1.23）

教育程度 −0.010***（−2.97） −0.006***（−2.89） −0.003***（−2.78） −0.018***（−4.47） −0.010***（−3.09）

婚姻状况 0.045***（3.61） 0.019**（2.23） 0.005*（1.75） 0.063***（4.47） 0.042***（3.34）

家庭规模 −0.021***（−6.42） −0.011***（−5.05） −0.007***（−4.05） −0.026***（−6.94） −0.020***（−5.91）

未成年抚育状况 0.031***（3.69） 0.014**（2.40） 0.008*（1.73） 0.035***（3.59） 0.029***（3.37）

父母年龄=1 0.116（1.39） 0.115（1.32） 0.113（0.99） 0.209（1.47） 0.112*（1.86）

父母年龄=2 0.127***（10.25） 0.066***（9.62） 0.039***（6.62） 0.173***（13.10） 0.128***（15.80）

父母年龄=3 0.039***（6.04） 0.020***（4.64） 0.016***（4.34） 0.108***（11.09） 0.046***（6.69）

父母教育程度=1 0.089***（8.59） 0.028***（4.66） 0.017***（3.32） 0.148***（6.84） 0.100***（5.37）

父母教育程度=2 0.081***（9.51） 0.024***（4.15） 0.016***（3.05） 0.142***（7.64） 0.089***（6.10）

父母教育程度=3 0.193***（13.06） 0.068***（7.09） 0.038***（6.02） 0.326***（7.12） 0.208***（8.98）

父母教育程度=4 0.029*（1.65） 0.005（0.90） −0.001（−0.23） 0.049*（1.94） 0.027***（3.76）

父母教育程度=5 −0.029***（−3.01） −0.043*（−1.77） −0.030*（−1.81） −0.033***（−3.33） −0.025***（−2.76）

父母教育程度=6 −0.017*（−1.82） −0.031（−0.96） −0.024（−1.40） −0.025**（−2.41） −0.009*（−1.87）

家庭负债 0.002***（3.58） 0.002***（3.86） 0.001***（2.79） 0.002***（3.33） 0.002***（3.31）

所在区域 −0.005（−0.71） −0.008（−1.58） −0.006（−1.47） −0.010（−1.06） −0.007（−0.86）

经济发展水平 0.000（0.00） −0.006（−1.10） −0.009*（−1.89） −0.006（−0.62） −0.001（−0.06）

工作动机 0.049***（5.40） 0.031***（5.36） 0.015***（2.96） 0.067***（6.19） 0.048***（5.51）

工作行业 −0.000（−0.76） −0.000（−0.20） −0.000（−0.28） −0.000（−0.39） −0.000（−0.04）

N 7 545 7 545 7 545 7 545 7 545 7 545

Pseudo R2 0.016 0.207 0.257 0.218 0.249 0.207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如无特殊说明，表中均使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报告的数值为边际效应，

括号内为z统计值，下表同。父母年龄及父母教育程度的回归以“无父母”为参照组。

  2023 年第 10 期

 ① 实际总劳动时间=实际有酬劳动时间+实际无酬劳动时间。

 ② 式（2）对收入贫困线（IPL）的测算与新的时间贫困线测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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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问题

上文结果可能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原因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虽然基准模

型中已经控制了个人、家庭、行业与地区变量，但是误差项中仍可能存在风险偏好和情绪等不

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出于对收入与时间自主权的追求，陷入

时间贫困的就业者可能会增强创业意愿从而成为创业者，由此产生反向作用机制。为了保证研

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1. 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就业者的创业属性，本文将样本分为创业者（处理组）和非创业者

（控制组）两组。为了确保匹配的有效性，本文采用 k 近邻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

显示，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偏误绝对值均小于 5.7%，①处理组与控制组变量均值之间的偏误大幅

减小，t 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降低。这表明倾向匹配显著减小了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匹

配效果较好。本文采用了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在消除个体异质性所引起的

选择性偏差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仍显著高于非创业者，上文结论稳健。

2. 工具变量法。本文选取个人所属社区

的“大姓数量”作为创业者身份的工具变量。②

一般来讲，创新创业机会源于区域环境，与国

家帮扶政策和区域文化特征相关，以宗族和

姓氏为代表的群体组织对于缓解信息不对

称、促进资源配置和私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潘越等，2019）。郭云南和王春飞（2020）
的研究表明，在第一大姓当选村长后，增加公

共事业支出、维护治安可以有效改善创业环

境，从而显著增加区域的创业概率。区域“大姓数量”越多，说明地区宗族网络越发达，个人成

为创业者的可能性越高，但个人姓氏不会因时间配置模式而发生改变，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

性与外生性要求。表 4使用工具变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列（1）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社

区“大姓数量”与个人的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F 值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
的结果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特征仍显著存在。上述结果表明，当前

我国创业者确实面临较为严重的时间匮乏。

五、缓解机制与影响效应分析

（一）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缓解机制

参考梁斌和冀慧（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对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缓解机制进

行检验。若营商环境、社会网络与人力资本三种缓解机制存在，那么创业者在不同分组中的时

间贫困将表现出显著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本文使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 SUR 的方法进行检验。③

1. 营商环境。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创业活动面临不同的政策支持与保障力度。良好的营

商环境有利于创业成功，缓解资源约束与时间约束，从而降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在竞

争日趋激烈的创业情境下，受项目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困扰小微企业创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

（1） （2）

创业者身份 时间贫困

第一大姓数量 0.011***（5.44）

创业者身份 1.842**（2.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adj. R2 0.046

N 7 545 7 545

F 25.27

李琳娜、王    宇：创业者时间贫困研究

 ①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检验结果，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② “大姓”主要指占社区人口 20%以上的姓氏，个人所属社区的“大姓数量”是社区大姓个数的总和，数据来源于 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

 ③ 本文还通过引入交乘项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检验结果，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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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发展的关键难题（林涛和魏下海，2020）。基于增长极理论的研究表明，创新与金融等资源

要素表现出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辐射带动其他地

区的经济发展，与中心城市距离越近，资源集聚程度越高。因此，本文选取“个人所在社区距所

属地级市中心的距离（公里）”来反映营商环境，这一距离不仅可以反映资源搜寻难度，还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创业的外部环境状况。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靠近市中心和远离市中心

两组，表 5中列（1）和列（2）结果表明，创业者距离市中心越远，越有可能产生时间贫困，而靠近

市中心的创业者则较少受到时间贫困的困扰。这说明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减少创业者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投入，从而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表 5    时间贫困缓解机制：营商环境

（1） （2） （3） （4）

靠近市中心 远离市中心 借贷总额低 借贷总额高

创业者身份 −0.139***（−9.44） 0.096***（5.93） 0.047***（5.09） −0.440***（−4.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867 3 678 5 010 2 535

Pseudo R2 0.310 0.240 0.187 0.338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经验p值 0.077* 0.000***

　　注：经验p值用于检验创业者身份的系数在组间的差异，下表同。
 

考虑到距离影响的间接性与不可观测性，本文还选取“个人正规渠道借贷费用总额（元）”

来反映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信贷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个人获得借贷

的概率与额度。本文将样本根据借贷总额中位数分为借贷总额高低两组，如表 5 中列（3）和列

（4）所示，受正规渠道融资约束将显著提高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而获得资金支持将显著

减轻创业者的时间负担，起到缓冲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

间贫困，假设 2a 得到验证。

2. 社会网络。创业者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拓宽信息资源渠道，可以减轻创业负担，从而降低

时间贫困的发生率。考察不同社会网络下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是否存在差异，可以对社会

网络缓解机制进行识别。在中国的人情社会背景下，饭局是实现情感交流与信息共享的重要途

径，对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创业企业的运营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参照何翠香和晏冰（2015）的做

法，使用“上月外出就餐费用（元）”来反映社会网络状况，外出就餐费用越高，社会网络越广。

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外出就餐费用高低两组，创业者身份的系数在表 6 列（1）中显著为

正，在列（2）中则不显著，且两者在 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社会网络落后将增加创

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此外，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电话等通讯方式逐渐成为社会网络构建

更加重要和便捷的载体。本文参考李树和于文超（2020）的做法，使用“上月通信费用（元）”来反

映社会网络状况，如表 6中列（3）和列（4）所示，研究结论不变。上述结果表明，发达的社会网络

能够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假设 3得到验证。
 

表 6    时间贫困缓解机制：社会网络

（1） （2） （3） （4）

外出就餐费用低 外出就餐费用高 通信费用低 通信费用高

创业者身份 0.058***（7.35） −0.002（−0.10） 0.053***（6.82） 0.067（0.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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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改变创业期望，可以影响创业者的时间安排。人力资本可

以分为通用人力资本和专用人力资本。通用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可以跨领域使

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专用人力资本是指个人通过工作或培训获得的、特定的知识和服务能

力，与职业经验和培训相关。根据上述定义，本文使用教育年限①来衡量通用人力资本，使用是

否参加专业就业培训②来衡量专用人力资本。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结果见

表 7。列（1）和列（2）结果显示，无论教育年限长短，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非创业

者；经验 p 值结果表明，通用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显著高于通用人力

资本水平低的创业者。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专用人力资本不足显著增加了创业者的时间贫

困发生率。
 
 

表 7    时间贫困缓解机制：人力资本

（1） （2） （3） （4）

教育年限短 教育年限长 无就业培训 有就业培训

创业者身份 0.057***（4.87） 0.066***（5.28） 0.050***（5.59） 0.010（0.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256 3 289 6 010 1 535

Pseudo R2 0.218 0.195 0.198 0.204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经验p值 0.027* 0.041**

　　注：列（1）和列（2）的控制变量中不包含教育年限，其他控制变量与表3列（2）相同。

可见，人力资本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的效果存在差异，通用人力资本提高会增加创业者的

投入回报期望，提高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而专用人力资本积累则会缓解这一问题。与

通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创业者相比，专有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具有较低的沉没成本与机会成

本。此外，专有的工作知识使创业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评价更切合实际。因此，在缓解创业者时

间贫困方面，专有人力资本的效果更加明显。“有社会经验”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事业成功，以

经验换时间，摆脱时间贫困窘境；但“有学历”的创业者若无法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创业经验，则

在创业过程中难免变成“时间的穷人”。假设 4得到验证。

（二）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影响效应

相对剥夺理论指出，社会比较③会增加个人对自身所处不利地位的感知，引发情绪和健康波

动（Power等，2020），而压力是导致波动的重要因素。作为从业人员的压力源之一，时间压力与

 

续表 6    时间贫困缓解机制：社会网络

（1） （2） （3） （4）

外出就餐费用低 外出就餐费用高 通信费用低 通信费用高

N 6 727 818 7 239 306

Pseudo R2 0.215 0.193 0.206 0.142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67

经验p值 0.008*** 0.074*

李琳娜、王    宇：创业者时间贫困研究

 ① 无学历、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教育年限（年）依次为 0、6、9、12、13、15、16、19和 22。

 ② “是否参加专业就业培训”为 0—1变量，若受访者在专业就业培训上投入的时间大于 0，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③ 社会比较主要指个体就个人信念、态度、意见等方面与其他人做比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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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身心健康的关系尚存争议。一方面，“损耗论”指出，长期保持较高的劳动强度会提升个人

对压力的感知水平，增加内部资源损耗，引发愤怒、焦虑、倦怠等消极心理反应，产生失眠、疲

劳、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损耗（Haines III等，2012；王笑天等，2017），并可能增加酗酒、吸

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发生率。但另一方面，“时间压力—幸福感悖论”指出，劳动时长与个人身心

健康并非简单的负向关系，挑战性任务的推进与实现甚至会提升工作幸福感，工作在消耗个人

时间资源的同时，也会产生自我满足、肯定和愉悦等积极的心理体验（Rudolf，2014）。此外，自

我补充型工作时间的投入不仅会增加个人的专业和人际资源储备，还会提升对工作内容的专注

力、理解力与执行效率，从而缓解个人对时间压力的感知（王笑天等，2017）。
时间贫困对不同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工作节奏普遍加快的背景下，

探明时间贫困对创业者群体身心健康的作用方向，对于提高社会对时间贫困问题的关注度和创

业者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参考张延吉等（2020）以及俞国良（2022）的研究，使用个人

的健康水平①和幸福感②来分别反映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状况。本文将个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创业者身份与时间贫困的交乘项，采用有序 Probit 模
型进行回归，以检验陷入时间贫困对创业者

身心健康的影响。

表 8 结果显示，创业者身份与时间贫困

交乘项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

明陷入时间贫困会显著降低创业者的生理健

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创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等工作性质优势并没有提升长时间工作对创

业者自我消极耗竭的抵消能力和恢复能力，

在时间压力下，长期的自我损耗对创业者的

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

给创业者福祉带来了“隐性风险”。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探究创业活动能否缓解就业人员的时间压力，对于降低社会隐性贫困风险，提高创业质量

以及保障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模式、时间贫困特征、缓解机制及其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1）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模式存在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异质性，与非创

业者相比，创业者对有酬劳动时间的配置意愿更强，且其时间配置呈现“一长三短”特征，即有

酬劳动时间长，无酬劳动时间、休闲时间和生理必须时间短。（2）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显著

高于非创业者，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3）营商环境、社会网络和专有

人力资本是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的重要机制。改善营商环境、扩展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创业风

险，减少创业阻碍，从而缓解创业者的时间约束。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通用

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加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而专有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有效缓解创业者的时

间贫困。（4）时间贫困会显著降低创业者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表 8    时间贫困对创业者身心健康的影响

（1） （2）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创业者身份 0.207***（5.49） 0.037（1.08）

时间贫困
0.017 −0.141*

（0.40） （−1.92）

创业者身份×时间贫困
−0.144** −0.461**

（−2.59） （−2.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N 7 545 7 545

Pseudo R2 0.281 0.011

Prob>chi2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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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身体健康水平变量分为 5个等级，1—5分别表示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

 ② 心理健康状况使用个人幸福感来衡量，1—5分别表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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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表明，社会对创业者“有钱有闲”的认知存在偏差，创业者在工作时间上投入过

多，对个人休闲与生理必须活动产生挤压，并对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长此以往会

减弱创业意愿，不利于发挥国家的人才与政策优势。因此，“双创”政策的着眼点不仅要厚植创

业沃土，宽容创业失败，更需要关注创业者群体的长期福祉。完善创业者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保

障，在调动创业积极性的同时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限度地保护创业者身心健康，让创业者

做人民幸福生活的榜样。

“时间都去哪了”是创业维艰的现实反映，纾解创业者的时间压力、促进企业家健康成长应

是下一步政府施策的重要方向。一是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落实落细，营造良好的创业氛

围。二是要发挥中国人情社会的有益元素，鼓励创业者建立以相互信任、互惠互利为基础的社

会网络，增强创业者的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网络是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因此应关注创业者的

同群心理，为创业者搭建网络平台，增强自我效能感，激发个人的创业意愿。三是要注重提升创

业者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硬件资本”，切实提升创新创业质量。此外，政府部门应注重创业人

员的非学历培训，加强创业实践指导，构建完善的创业者实训服务体系。创业者应合理利用国

家政策、社会及个人资源，提高个人工作效率，避免不必要且无意识的加班行为，以规避过劳对

个人身心健康的损耗。同时，劳动组织应“授之以渔”，积极搭建全方位、多渠道的技能培训平

台，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对劳动者的基础就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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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 Time Poverty

Li Linna1,  Wang Yu2，3

(1.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3. 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Time Us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complex and seve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dustry competition is
fierce and involute overtime is prevalent. More and more employees choose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to
avoid the normalization of overtime, but there is no definite conclusion that entrepreneurs can get rid of the
long hours of work commitment so far. In recent years, the multiplier effect of employment driven by entre-
preneurship has gradually emerged, but the risks and pressures of entrepreneurship have also increased, bring-
ing great challen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nhance people’s well-being.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Time Use Survey (CTUS) and the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o explore the time allocation pattern of entrepreneurs, the existence of time poverty, mitigation mech-
anisms, and their impact on person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t the micro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ime allocation pattern of entrepreneurs foll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one long and three short”, and dif-
fers from non-entrepreneurs in terms of gender, age, education and income. (2) Entrepreneurs have a signific-
ant time poverty problem. Compared to ordinary employees, entrepreneurs have 48 minutes more total daily
labor time and are 5.3% more likely to be time poverty. (3) Business environment, social network and propriet-
ary human capital are important mitigating mechanisms for entrepreneur time poverty, but generic human cap-
ital accumulation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4) Time poverty negatively affects the subjective mental health and
objective physical health of entrepreneurs, posing a “hidden risk” on improving entrepreneur well-being.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formation and mitigation mechanisms of entrepreneur time poverty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ime allocation, and suggests that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dual-innovation” policy should be not
only on cultivating the fertile ground for entrepreneurship, but also on the long-term well-being of the entre-
preneurial community. The study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y op-
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platforms for communic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The conclu-
sion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entrepreneurs and new ideas for optimiz-
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trepreneurs； time poverty； time alloc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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